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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代組織中，關懷領導已被視為促進員工心理健康與組織效能的關鍵因素。然而，關懷領導如何透過員工的

認知歷程影響其心理反應，特別是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仍有待進一步釐清。本研究旨在探討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

感與自我價值感之影響，並以個人歸因風格為中介變項，檢驗其在領導風格與心理結果間所扮演的機制角色。 

    本研究以國內在職員工為樣本，採用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料，共計回收 363 份有效樣本。資料分析以 SPSS 進

行，運用描述性統計、信度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並結合中介效果檢驗探討研究假設。研究結果顯示，

關懷領導可透過促進正向歸因傾向，間接提升員工自我價值感並減緩情緒挫折，惟負向歸因未展現顯著中介效果。

整體而言，本研究驗證歸因風格於領導與心理結果之間的中介角色，並提出組織應同步強化領導關懷行為與員工認

知支持的實務建議，以提升員工心理韌性與組織適應力。 

關鍵詞：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個人歸因風格、SPSS 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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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全球化競爭加劇和商業環境日趨複雜，領導在組織中的關鍵性益發突顯，不僅承擔目標實現的責任，也

對員工滿意度、工作投入與組織成長具有深遠影響。傳統權威型領導逐漸被更具互動性、強調員工需求與福祉的新

興領導風格所取代，其中以關懷為核心的領導方式，尤能正向回應員工情感與價值需求，增強其歸屬感與忠誠度。 

在職場心理健康備受關注的今日，愈來愈多企業採取以人為本的管理策略，強調領導者需理解並支持員工。

關懷領導正是在此背景下興起，其核心在於透過支持與同理心，提升員工情緒穩定性與幸福感，進而增強工作表現

與忠誠度。Microsoft 即為代表案例，CEO Satya Nadella 接任後推動文化轉型，強調「成長心態」（Nadella,2017）

與同理心（Cappelli & Tavis,2018），營造心理安全感，使員工能無懼批評地表達意見並從錯誤中學習，進而減少

挫折感（Fox,2019），提升自我價值感與部門協作氛圍（Groysberg & Connolly,2021）。該文化轉型促進了創新、

凝聚力與業績表現（Fox,2019）。 

研究指出，當員工在壓力下獲得支持、挫折感降低時，整體表現與留任意願皆可改善（Kahn,1990；Schaufeli 

& Bakker,2004）。Google 同樣透過心理安全的組織氛圍，激發創新與成長（Duhigg，2016）。此外，關懷領導亦能

顯著提升員工的自我價值感——即員工對自身能力與貢獻的積極肯定（Hsieh,2010）。Zappos 強調員工幸福感，透

過靈活制度讓員工感受到被尊重與重視（Gelles,2015），進一步增強其自信與成就感（Taylor，2008），進而提升

動機與創造力。 

關懷領導對員工價值認知的正向影響，亦可進一步透過「歸因風格」切入。根據歸因理論，員工面對挑戰時

會試圖理解成敗原因，並呈現正向或負向的歸因傾向。若傾向負向歸因，如歸咎於能力不足，將強化挫折感與自我



否定；反之，在關懷領導支持下，若員工能將困境視為外部挑戰或成長契機，則能緩解壓力，保持積極心態。Patagonia

透過具支持性的制度協助員工正向解讀壓力（Chouinard & Stanley,2016），降低挫折感（Hemingway,2018），並促

進工作投入（Regan,2019）。此外，當領導者在員工成功時強調努力與能力，有助員工將成就歸因於自身投入，進

一步強化其自我認同與工作動力。Unilever 與 Patagonia 即透過正向歸因策略促進員工抗壓力與創造力（Laszlo & 

Zhexembayeva,2011），達成雙贏（Farh & Cheng,2000）。 

然而，東西方文化差異對領導風格接受度有所影響。現階段關懷領導在東方企業的實證研究相對不足（Wu & 

Xu,2012）。因此，本研究擬探討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的影響，並以個人歸因風格為中介機制，分析

此領導風格在東方文化下的運作與效果，期能填補理論空白，並提供企業實務參考。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本章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旨探討關懷領導是否能有效提升自我價值感，進而增強自我肯定與認同，同

時降低員工挫折感並提升面對職場挑戰的能力。此外，亦關注員工的個人歸因風格在此影響歷程中的中介角色，進

一步釐清正向與負向歸因在關懷領導影響自我價值感與挫折感間的重要性與作用。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的影響。 

二、探討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的影響。 

三、探討個人歸因風格對關懷領導與員工挫折感之間的中介效果。 

四、探討個人歸因風格對關懷領導與自我價值感之間的中介效果。 

 

2. 文獻探討 

2.1 關懷領導 

 Stogdill 和 Coons(1957)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擴展關懷領導構念，提供對關懷領導行為更全面的理解，雖然

研究並未直接使用「關懷領導」這一術語，但其關懷關注的概念與關懷領導的核心理念非常接近，並強調了領導者

對員工情感需求的關注。Greenleaf 的理論同樣未直接使用「關懷領導」一詞，但其強調的服務和關懷理念與關懷

領導的核心概念密切相關。另有學者主張，領導者通過展現同理心和支持，能夠建立信任和促進員工的工作滿意度，

這些觀點對後來關懷領導的研究亦具有深遠影響（Greenleaf, 1977）。 

關懷領導的概念在後續文獻中逐漸明確化，進一步被界定為領導者對部屬展現個人關心與尊重的行為，強調在

工作中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並透過支持性的互動行為促進部屬的福祉與需求滿足。這種領導風格強調雙向溝通、

情感聯繫，以及對部屬意見的重視，使員工能夠在工作中感受到歸屬感與被支持感（Fleishman & Harris,1962）。

Stogdill（1963）進一步提出，關懷領導是指領導者在與部屬互動過程中展現對其個人需求、福祉與情感的重視，

並透過尊重與支持促進正向的工作關係。此類領導模式強調雙向溝通，鼓勵部屬參與決策過程，進而增強彼此信任

與團隊合作精神。關懷領導者致力於建立彼此間的情感聯繫，從而提升部屬的工作滿意度和組織承諾，並降低負面

行為的發生機率（Stogdill,1963）。此外，Stogdill 亦於 LBDQ—XII 量表的發展中，針對關懷領導行為設計出十

個觀察指標，為後續實證研究奠定測量基礎。 

在現代領導理論的演進過程中，關懷領導逐漸被視為一種重要且具影響力的領導風格，並廣泛體現在多種領導

模式與理論的延伸中。包括轉換型領導、僕人式領導與人本主義管理等多種理論，其定義與構面皆涵蓋關懷的內涵，

強調領導者應重視員工的需求、促進其福祉，進而提升組織績效與員工的忠誠度，彙整如表 1。 

表 1關懷行為相關之領導風格研究 

學者名稱/年代 研究結果 

Sosik & Cameron(2010) 關懷行為被定義為轉換型領導的一部分，強調領導者的品格和真誠。 

Van Dierendonck(2011) 
關懷行為作為僕人式領導的核心特質之一。領導者優先考慮和滿足員工需求的

行為，塑造了一個支持性和合作性的組織文化。 



Wang & Zhang (2021) 
關懷行為被具體化為領導者的慈悲心。這種領導風格強調領導者對員工的情感

需求保持敏感，並在他們面臨困難時提供支持。 

Fry & Cohen (2009) 
關懷行為被整合到靈性領導力的概念中，強調領導者需要關心員工的靈性需

求，以激發他們的內在動力和使命感。 

Cameron & Caza (2002) 
將關懷行為置於美德倫理的框架中，強調原諒、仁慈和同情等領導美德的重要

性。 

George & Maye (2007) 
關懷領導與真實領導力密切相關，強調領導者必須真誠地關心他人的福祉，而

不是僅僅出於職責或利益驅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 挫折感 

挫折感（Frustration）是指個體在追求某一目標或滿足某一需求時，因外在或內在障礙無法實現期望而產生

的負面情緒反應。最早對於挫折感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20 世紀初發表的《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其被認為

是挫折感研究領域的開創性文獻之一。該學者提出了挫折-攻擊假說（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認

為當個體面對阻礙而無法達成目標時，會產生挫折感進而可能引發攻擊行為。這一理論模型揭示了挫折感對行為的

潛在影響，並為後續情緒與動機的研究提供了重要的基礎（Dollard et al., 1939）。 

而在情境評估理論中進一步闡述了挫折感的情緒反應機制，強調挫折感不僅來自於壓力源本身，還與個體對壓

力源的主觀評估及應對方式密切相關。Lazarus 等人指出，對於相同的壓力情境，不同的個體可能因其認知評估方

式的不同而經歷不同程度的挫折感，這使得挫折感的強度因人而異（Lazarus & Folkman,1984）。這一理論不僅延

續了 Dollard 等人對挫折感的探討，還拓展了其產生機制的理解。 

在針對挫折感的量測工具方面，Neil Harrington 於 2005 年發展出 Frustration Discomfort Scale（FDS）

量表。該量表由，其定義挫折感為個體在未能實現期望或遇到阻礙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反應（Harrington,2005），

通常伴隨著低容忍度和強烈的不滿情緒。量表設計受理性情緒行為治療（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REBT）理論啟發，該理論強調個體對事件的認知評估會直接影響其情緒反應，特別是在面對挫折性情境時。FDS 量

表的設計旨在評估個體對挫折感的耐受性及情緒反應，包括對失敗的忍耐度、面對挑戰的接受度，以及面對無法控

制情境時的情緒調節能力（Harrington,2005）。量表的建立為挫折感相關研究提供了具體且結構化的量化工具，有

助於深入理解其心理歷程與行為結果。 

然而，關懷領導對於員工挫折感的具體作用機制，尚待進一步釐清與實證支持。隨著關注心理健康與員工福祉

的風潮日益升高，2000 年後的研究則更進一步聚焦於關懷領導如何實質影響員工在壓力情境下的情緒調節與挫折

經驗。研究指出，當領導者展現情感支持與關懷行為時，能有效緩解員工面對挑戰時的心理壓力，進一步增強其情

緒穩定性與組織認同，促使員工更願意採取建設性的行為回應壓力情境（Liu， Zhu,& Yang， 2010）。此外，當員

工知覺到主管的情感支持，將有助於提升其對組織的整體支持感知，降低離職意願，並有效緩和因職場壓力所引發

的負面情緒反應（Eisenberger et al.,2002）。由此可見，領導者的關懷行為在提升員工的心理韌性與減輕挫折感

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說:H1：關懷領導負向影響員工挫折感。 

2.3 自我價值感 

自我價值感（self-worth、self-esteem、self-value）為心理學領域中的核心概念之一，主要涉及個體對自

身價值的主觀評估，並深刻影響其心理健康與行為表現。儘管上述三個術語在實務應用與部分文獻中常被交替使

用，然其定義內涵與研究焦點仍存有顯著差異。本節旨在釐清「self-worth」、「self-esteem」與「self-value」

三者之間的概念區辨，並綜整相關研究成果，建構本研究所依據的理論基礎。 

心理學界對「self-worth」的界定已趨於一致，普遍視其為個體對自身價值所進行的主觀評估。研究指出 

self-worth 是依附於特定成就領域的自我評價，亦即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取決於其在如學業、外貌或社會地位等重

要領域的表現（Crocker & Wolfe,2001）。當自我價值與特定成就緊密連結時，將可能導致其隨表現而高度波動與

脆弱。Harter 則從發展心理學出發，將 self-worth 定義為個體對其整體價值的主觀判斷，並指出這種評價會隨



成長與社會互動而形成（Harter,1999）。可見 self-worth 是個體自我認同的關鍵，與心理健康、社會適應及行為

表現密切相關。相較之下，「self-esteem」更強調穩定的自我價值感知。Rosenberg 定義 self-esteem 為個人對

自身整體價值的主觀評價，並發展出廣泛應用的自尊量表（Rosenberg,1965）。後續研究指出，高自尊與幸福感、

正向情緒呈正相關，但其對行為表現的影響仍具爭議（Baumeister et al.,2003）。此外，穩定的自尊有助於情緒

調節與社會適應，對心理健康具有實質貢獻（Mruk,2006）。 

「Self-value」則更關注個體內在的自我認知。Mikulincer & Shaver 指出，self-value 涉及個人對自身能

力與重要性的認知（Mikulincer & Shaver,2007）；Deci 和 Ryan 則從自我決定理論出發，認為 self-value 是對

基本價值與自我實現需求的評價，對激發內在動機具有關鍵作用（Deci & Ryan,2000）。但在工作情境中，其即時

應用仍有限。 

綜上所述，若欲掌握員工面對挑戰與壓力時的心理反應，self-worth 較能反映其即時的自我評價歷程。Crocker 

和 Wolfe（2001）提出的「自我價值依附基礎」（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說明個體的價值感依附於成就、

外表、社會回饋等面向。職場中員工的自我價值評估易隨情境變化而波動，顯示 self-worth 對於描繪工作現場心

理變化更具敏銳性。因此，本研究採用 Crocker 等人發展之「自我價值依附量表」（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Scale，CSWS），以具體掌握員工在職場中的價值感受與心理波動。 

關懷領導方面在早期研究中被認為能有效促進員工對組織的認同與自我價值感的建立。當領導者展現真誠的關

懷與理解時，員工更傾向於肯定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與價值，進而強化其組織基礎自我價值感，提升工作動機與職

責承擔的意願（McAllister & Bigley, 2002）。 

除了對個人價值的直接肯定，關懷領導亦能透過積極的情感連結與價值傳達，進一步提升員工的心理資本。研

究指出，當員工從領導者的關懷行為中感受到自身的重要性與價值時，將有助於激發其樂觀、自信與希望等心理資

源，這些正向心理特質不僅有助於自我價值感的提升，也促進員工更積極地投入工作與展現職場表現（Rego,2008；

Rego et al.,2012）。從情緒感知的觀點切入，組織中的關懷行為亦可透過「情感認同」（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機制，促進員工對自我角色的重新建構。當員工在組織互動中持續感受到被理解與接納，將能更穩定地形塑其自我

價值感與歸屬感，進而提升心理安全感與行動意願（Lilius et al.,2012）。 

隨著關懷領導研究的深化，學者亦開始探討其跨文化的適用性。研究發現即使存在文化差異，領導者的情感支

持行為依然具有一致的正向效果，能夠有效提升員工對自我價值的認知，顯示出關懷領導具備良好的文化適應性

（Walumbwa et al.,2008）。綜上所述，關懷領導不僅在情緒層面提供支持，更深層地促進員工對自身價值的正向

認知，藉由強化心理資本與情感認同，穩固其職場定位與組織承諾，為提升組織效能與人力資源管理成效提供關鍵

動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說:H2：關懷領導正向影響自我價值感。 

2.4 個人歸因風格 

在海德理論基礎上，Jones 和 Davis（1965）提出了“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的概念，認為人們在解釋他人行為時，往往過度強調內在特質而忽略外部情境的影響，這一偏差揭示了人類在社會

互動中的認知誤差，並影響了對他人行為的理解（Jones & Davis,1965）為提升歸因判斷的精準性，Kelley 提出

共變模型（Covariation Model）。該模型通過分析行為的一致性（Consistency）、獨特性（Distinctiveness）和

共變性（Consensus）三個維度，作為歸因判斷的依據，提供一套邏輯化的判斷架構，促進對行為原因的深入辨識

（Kelley,1973）。 

在此架構下，歸因理論逐步擴展至成就動機與情感領域，關注個體如何解釋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包括能力、努

力、運氣和任務難度，並深入分析了這些歸因對情感反應與動機的影響。當個體將成功歸因於內在因素如努力時，

會引發積極的情緒與高度的持續動機；相對地，若將失敗歸因於外部、不可控的情境因素，雖可降低自責感，卻可

能削弱責任意識與後續行動力（Weiner,1985）。此一觀點為理解教育、工作與臨床場域中的情緒調節與行為動機提

供了重要理論支撐。基於 Weiner 的歸因架構， Peterson 等人發展出歸因風格問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以評量個體在面對正向與負向事件時的歸因傾向。該問卷涵蓋三個主要的歸因維度: 內在

性（事件原因是否歸因於個體內部）、穩定性（原因是否持久）與全面性（原因是否適用於多種情境），以系統化地



分析個體對環境事件的因果解釋模式（Peterson et al.,1982）。總結而言，歸因理論從最初解釋社會行為的基礎

架構，逐漸發展為一套應用於成就情境與心理適應的重要理論體系。歸因風格揭示了個體如何理解成功與失敗的原

因，並進一步影響其情緒調節、行為表現與自我觀感。特別是在工作或壓力情境中，個體的歸因模式可能影響其對

自身價值的評估，以及面對困境時所產生的情緒反應與挫折經驗。因此，歸因風格不僅是個體認知歷程的表現形式，

更是影響其自我價值感與挫折感的重要心理機制。 

個人歸因風格的理論發展可追溯至至早期對因果推論，認為人類在解釋成功或失敗時傾向於尋找因果關係，並

區分內在與外在的歸因來源（Heider,1958）。若個體長期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且普遍的因素，將可能導致

無助感與強烈的挫折經驗，負向歸因傾向亦與憂鬱、自責等心理困擾密切相關（Seligman,1975）。延續此理論基礎，

實證研究顯示，負向歸因風格可顯著預測個體的挫折感與負向情緒反應，且其強度會因歸因的穩定性與普遍性而有

所不同；相對地，當個體傾向將失敗歸因於可變且具體的外部因素時，較能有效調節情緒並降低挫折程度（Metalsky 

et al.,1982）。這些早期研究奠定了挫折感與歸因模式之間的基本關聯性，並成為後續研究的重要基礎，發展出一

系列歸因影響挫折感的延伸探討，彙整如表 2。 

表 2歸因影響挫折感之相關研究 

學者名稱/年代 研究結果 

Sweeney et al. (1986) 
建立了歸因風格的測量架構，確認負向歸因風格與較高的憂鬱、無助與挫折

經驗相關。 

Anderson et al. (1994) 
在臨床樣本中證實，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因素的個體，比傾向外在歸

因者更容易陷入情緒困境與無力感 

Joiner & Wagner (1995) 
實驗研究中指出習慣性傾向於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普遍因素的個

體，較易在面對生活壓力時產生無助與情緒困擾 

Zuckerman et al. (1998) 
發現具有靈活正向歸因風格的個體，在工作壓力下表現出更低的焦慮與較佳

的自我效能感，有助於緩解挫折經驗。 
 

Hu et al. (2015) 
發現具備正向歸因風格的青少年，在面對失敗與學業壓力時具有較佳的情緒

調節能力與較低的挫折反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歸因風格反映個體在解釋成功與失敗時的穩定傾向，長期以來被視為影響自我評價的重要心理機制。研究指

出，個體在面對成敗經驗時，傾向進行因果推論以理解事件發生的原因，這種推論歷程即為「歸因」（Heider,1958）。

後續理論補充了穩定性與可控性等維度，指出不同的歸因方式會引發不同的情緒與動機反應（Weiner,1985）。 

在此理論基礎上，學者開始關注個體歸因傾向對自我相關變項的影響。有研究運用因果維度量表（CDSII）發

現，將成功歸因於內在且穩定因素的個體，自我評價較為正向；而可控性的歸因與面對挫敗時的情緒調節策略密切

相關，進而影響自我價值的維繫（McAuley et al.,1992）。延伸至信念層次，研究指出不同心態會影響歸因選擇與

自我價值的穩定性。具固定心態者（entity theory）常將失敗歸因於不可控的能力，導致自我價值感下降；成長

心態者（incremental theory）則傾向歸因於努力不足，保留對能力的信心並展現心理韌性（Dweck & 

Leggett,1988）。在人際互動中，當歸屬需求受威脅，若個體將人際挫敗歸因於內在缺陷，則更易產生孤立感與自

我否定（Baumeister & Leary,1995）。 

此外，有些人傾向使用自我設限策略，如將失敗歸因於外在可控情境（如睡眠不足），以保護自我形象。此策

略雖能短期維持價值感，卻可能損害長期動機與成就信念（Rhodewalt,1994）。若習慣性將失敗歸因於內在穩定特

質，則更易產生無助感與心理困擾（Seligman,1975）。因此，具彈性與適應性的歸因方式有助於維持自我價值感與

心理健康。 

另在關懷領導與自我價值感關係中，已有文獻指出關懷領導能提升員工心理安全感與工作投入度，進而促進自

我價值感（Cameron,2012）。但關懷領導如何透過個體認知歷程產生作用，仍有待釐清。根據歸因理論，個人對事



件結果的解釋將影響其情緒與行為，歸因風格可能成為領導行為與員工心理反應間的中介機制（Weiner,1986）。研

究也指出，將成功歸因於內在可控因素有助維持正向自我評價；相對地，將失敗歸因於內在、穩定且普遍的特質則

易引發無助感（Peterson et al.,1993）。但目前對歸因風格作為中介變項的實證研究仍有限，形成重要研究空白。 

綜上所述，雖然現有研究已顯示關懷領導對員工心理狀態具有正向影響，但在個人歸因風格作為中介機制的探討仍

有待補足。本研究針對這些缺口進行研究，能填補現有文獻的不足，亦可為組織管理實務提供相關的實證支持。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說: 

H3：正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的負向關係。 

H4：正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的正向關係。 

H5：負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的負向關係。 

H6：負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的正向關係。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及自我價值感的影響並了解個人歸因風格為在其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果。 

 
圖 1 研究架構圖 

依據本篇研究背景、動機及架構提出待驗證的假設如下: 

H1：關懷領導負向影響員工挫折感。 

H2：關懷領導正向影響自我價值感。 

H3：正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的負向關係。 

H4：正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的正向關係。 

H5：負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的負向關係。 

H6：負向個人歸因風格中介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的正向關係。  

3.2 問卷設計 

本篇研究採便利抽樣法進行樣本取得，以以現職員工為研究對象，並透過 surveycake 編制問卷以及在網路上

發放進行調查，內部題向均使用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量測方式進行量測，計分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不同意」及「非常不同意」給予分數 5、4、3、2、1分，用以衡量每個變數間的關係，計分較高者表示該變數間

關係較為顯著，較低者表示顯著性較低。 

3.3 資料統計分析方法 

本篇研究採用 SPSS 套裝作業系統為統計工具，並用以下方法進行相關資料的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分析主要針對各變數進行描述性檢視，包括對正式問卷填答者的答案進行系統性分析與整理。此分



析方法運用樣本數、有效百分比等統計技術來整理、描述並解釋有效樣本之基本資料，例如性別、年齡、教育

程度等人口學變項。此外，使用次數分配、平均數和標準差等統計指標對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及個

人歸因等構面進行描述，從而了解樣本分布趨勢及受試者在各項目上的反應情形，以為後續分析奠定基礎。 

二、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為評估量表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用以衡量問卷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信度係數範圍介於 0至

1之間，數值越高表示測量結果越具一致性。在信度分析中，Cronbach's α係數為最常用的評估方法，適用於

多項目量表的內部一致性檢驗。根據其標準，若 Cronbach's α < 0.3，則表示信度較低，建議刪除該構面或

調整量表；介於 0.3 至 0.7 之間表示中等信度；而α值高於 0.7 則代表高信度，顯示量表具良好的一致性與可

靠性。 

三、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變數間的主軸關係，以發掘具潛在意義的因素並解釋其相互關聯。本研究運用因

素分析來檢驗理論假設中的因素結構，並評估所採用量表的效度，以確保各構面所測量的問卷項目符合理論預

期的結構性，從而提供本研究假設驗證的基礎。 

四、相關分析 

為驗證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與個人歸因等變數之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以檢

驗各變項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Pearson 相關係數的範圍介於-1 與 1 之間，其絕對值可反映兩變數關聯性的強

弱。當係數值接近 1時，表示兩變數間的關聯性較強；相反地，若係數值接近 0則表明關聯性較弱。此外，若

係數為正值則代表正相關，顯示變數間同向變動；若為負值則為負相關，表示變數間呈反向變動。 

五、迴歸分析 

採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以檢驗研究假設的成立與變數間的關係。主要目的在於評估自變項與

依變項之間的關聯性、方向與強度，並建立數學模型以預測關懷型領導對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之影響。本研究

針對假說一至假說四，將關懷型領導設為自變數，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分別作為依變數，藉此探討關懷型領導

對這兩項心理結果的解釋力與影響程度。此分析有助於釐清各變數間的直接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的合理性與

統計支持力。 

進一步地，為檢驗個人歸因風格在關懷型領導與挫折感、自我價值感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本研究運用 SPSS 

軟體之 PROCESS 模組進行中介效果分析，採用 Model 4 模型進行設定。為提升分析結果的穩定性與信賴度，

分析過程中納入 Bootstrap 法進行 5000 次樣本重抽，並以 95%信賴區間判定中介效果之顯著性。若信賴區間

上下界不包含 0，即可判定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果，進而支持中介模型的統計成立。 

六、控制變數 

為控制其他變數對本研究核心變項之間關係可能帶來的干擾，依據相關文獻指出，性別、年齡與工作年資皆為

影響關懷領導的重要因素。研究顯示，性別在領導風格上存在差異，女性領導者通常表現出較高的支持性與關

懷特質（Eagly & Johnson， 1990; Trinidad & Normore， 2005）。此外，年齡和工作年資亦會影響領導者對

員工的同理心與關懷傾向，尤其是隨著年資的增加，領導者在決策中更傾向於顧及員工的需求與情感（Ng & 

Feldman， 2010）。因此，本研究將性別、年齡及工作年資作為控制變項，旨在排除這些因素對主要研究變項

之間關聯性的潛在干擾，從而更準確地分析關懷領導的影響。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以在職工作者為調查對象，透過線上問卷方式進行資料蒐集。經資料清理與篩選後，共獲得有效樣本數

為 363 份，問卷回收率為 100%。研究針對此有效樣本進行統計分析，並依據受試者之人口統計變項（包含性別、

年齡、是否擔任主管職、服務年資及產業類別等）進行樣本結構分析，相關結果以次數分配表加以呈現，以掌握樣

本之整體分布情形。 

本研究樣本中，男性共 190 人，占整體樣本之 52.3%；女性則有 173 人，占 47.7%。樣本在性別上分布相對均



衡，僅略以男性比例為高，顯示本研究資料具備一定性別代表性，無明顯偏倚。在年齡結構方面，以 31 至 40 歲者

占比最高，共 134 人，占 36.9%；其次為 21 至 30 歲，占 28.7%，以及 41 至 50 歲，占 26.2%。年齡 51 至 60 歲者

占 6.6%，61 歲以上與 20 歲以下者則各占 0.8%。整體樣本主要集中於 21 至 50 歲之在職者，符合勞動市場以青壯

年為主力的趨勢，亦有助於掌握此階段員工的職場經驗與感受。 

擔任主管職方面，樣本中有 115 人（31.7%）為主管職，另有 248 人（68.3%）為非主管職，顯示大多數受試者

屬基層或非管理職，反映樣本結構以第一線工作者為主體，能真實呈現其對組織議題的觀點與反應。就服務年資而

言，樣本範圍涵蓋 0年至 35 年，顯示本研究涵蓋初入職場與具備長期經驗之受試者。其中，以年資 5年者占比最

高（7.7%），其次為 4年（6.6%）、15 年（5.5%）、3年（5.2%）及 6年（5.5%）。若依十年為界，年資 10 年以下者

占 48.5%，10 年以上者占 51.5%，顯示樣本整體具備良好的經驗層次分布，可兼顧新進與資深員工觀點。 

產業類別方面，樣本主要集中於第三級產業，尤以服務業與金融及保險業占比最高，皆為 27.0%，科技業亦占

19.0%，顯示樣本結構以商業與資訊相關產業為主。其他產業則包括醫療業（7.2%）、軍警公教（6.3%）與農林漁牧

業（1.1%），另有 1.7%為其他類別。需特別說明者為分類代號「8」（10.7%），可能係問卷設計中未註明項目或受試

者未依指示填寫所致，建議後續研究可釐清並調整相關分類。整體而言，樣本結構具備性別、年齡、職務、年資與

產業多元性，資料代表性良好，具備分析效力與研究應用價值。 

表 3樣本結構次數分配表 

項目 類別/選項別 樣本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190 

173 

52.3% 

47.7% 

年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 

104 

134 

95 

24 

3 

0.8% 

28.7% 

36.9% 

26.2% 

6.6% 

0.8% 

是否主管職 
是 

否 

115 

248 

31.7% 

68.3% 

服務年資 

0–5 年 

6–10 年 

11–20 年 

21 年以上 

148 

66 

93 

56 

40.8% 

18.2% 

25.6% 

15.4% 

產業類別 

農林漁牧業 

軍警公教 

服務業 

科技業 

金融及保險業 

醫療業 

其他 

未分類（代號 8） 

4 

23 

98 

69 

98 

26 

6 

39 

1.1% 

6.3% 

27.0% 

19.0% 

27.0% 

7.2% 

1.7% 

10.7% 

 

4.2 信度分析 

本研究將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與個人歸因風格，進行變數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關懷領導 Cronbach's



α 值為 0.931。挫折感分為情緒耐受、不適耐受、成就感、權力感四個構面，其中 Cronbach'sα 值分別為情緒耐

受 0.878、不適耐受 0.868、成就感 0.870、權力感 0.871。自我價值感分為競爭力與他人支持兩個構面，其中

Cronbach'sα 值分別為競爭力 0.772 與他人支持 0.798。個人歸因風格分成正向與負向，其中 Cronbach'sα 值分

別為正向 0.929、負向 0.922。 

4.3 效度分析 

本研究針對「關懷領導」構面進行信度檢驗與因素分析。整體量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31，顯著高於

信度檢驗常用標準值（>0.70），顯示量表具有極佳的內部一致性。進一步採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結果顯示全數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70，顯示各題與構面高度相關，具良好之收斂效度，

故所有題項皆予以保留。 

針對「挫折感」量表進行之信度與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整體 Cronbach＇s α 值為 0.880，顯示具良好內部一

致性。經主成分分析並採 varimax 旋轉後，共萃取出四個構面，分別為「情緒不適」、「耐受不適」、「成就感」與

「權力感」，各構面中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高於 0.50，具良好收斂效度。進一步分析構面內部一致性，四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866 至 0.878，顯示各構面內部一致性良好，具備適切之信效度。 

「自我價值感」量表之整體 Cronbach＇s α 值為 0.737，顯示其具可接受之內部一致性。主成分分析結果萃

取出兩個構面：「競爭力」與「他人支持」。其中，「競爭力」構面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介於 0.537 至 0.717，刪除

個別題項後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17 至 0.750，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穩定，無須刪除題項；而在「他人支

持」構面中，SS-3 與 SS-4 兩題之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顯示，若刪除該題可能提升整體一致性，因此於後

續分析中將考量刪除此兩題，以提升構面信度。 

最後，本研究亦對「歸因量表」進行信度與因素分析。整體量表中，正向歸因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29，負向歸因為 0.922，皆顯示具極佳內部一致性。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集中於單一

構面，原設定之三個歸因維度（內在性、穩定性、全面性）未形成明確分類，故本研究後續分析僅以「正向歸因」

與「負向歸因」兩構面進行探討。其中，正向歸因各題因素負荷量介於 0.623 至 0.734，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924 至 0.927；負向歸因各題因素負荷量亦介於 0.623 至 0.734，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則介於 

0.915 至 0.920，兩構面皆顯示具穩定一致性，無須刪題。 

4.4 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以檢驗各變項之間

的線性關係與方向性，並作為後續迴歸與中介分析之統計基礎。分析中亦納入控制變項（如性別、主管職、行業、

年齡）進行檢視，以更全面呈現主要變項間的實質關聯。所有相關係數皆採雙尾檢定進行。 

控制變項部分，年齡與性別及主管職呈顯著負相關，顯示年齡愈高，性別編碼愈低，擔任主管職之可能性亦

下降；其他控制變項間則未呈現顯著關聯。主要變項部分，關懷領導與自我價值感之間呈顯著正相關，亦與正向歸

因呈顯著正相關，但與負向歸因之相關則未達顯著水準。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正向歸因及負向歸因皆呈顯著正相

關。自我價值感則與正向歸因與負向歸因皆呈顯著正相關。與「購買意願」間的相關係數為 0.669 三組介於 0.3

至 0.7 之間，屬中度相關，其餘皆大於 0.7 屬於高度相關。 

表 4 主要變數之敘述性統計及相關係數矩陣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別 1.48 .500 —         

2 主管職 1.68 .466 .081 —        

3 行業 4.46 1.685 .013 -.024 —       

4 年齡 3.11 .943 -.115* -.325** .036 —      

5 關懷領導 3.514 .795 -.022 -.051 .027 -.058 —     

6 挫折感 3.396 .666 .078 .098 -.025 -.055 -.019 —    



7 自我價值感 3.499 .491 -.052 .211 .052 .030 .339** .280** —   

8 正向歸因 3.991 .517 .022 -.002 .098 .007 .331** .182** .457** —  

9 負向歸因 3.249 .682 -.063 .070 -.006 -.181** .065 .209** .155** .050 — 

 

4.5 迴歸分析 

本研究透過 SPSS 軟體進行統計分析，探討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與歸因傾向之間的關聯性。研究

中共納入五個主要變項，分別為「關懷領導」、「挫折感」、「自我價值感」、「正向歸因」與「負向歸因」。其中，「正

向歸因」與「負向歸因」作為中介變項，檢驗其在關懷領導與自我價值感、挫折感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一、關懷領導對挫折感之直接與間接效果迴歸分析 

在直接效果方面，關懷領導對挫折感的預測達邊緣顯著（B = 0.0834，SE = 0.0450，p = .065，95% CI [ 0.1719， 

0.0051]），顯示當員工知覺主管展現較高程度的關懷領導行為時，其挫折感有下降的趨勢，惟結果未達傳統顯著水

準。在間接效果方面，透過正向歸因的間接效果為 0.0568（SE = 0.0194，p < .01，95% CI [0.0226， 0.0984]），

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關懷領導可藉由提升員工的正向歸因傾向，進一步降低其挫折感。相對而言，透過負向歸因

的間接效果為 0.0111（SE = 0.0108，p = .2198，95% CI [ 0.0083， 0.0348]），不具顯著性，顯示其在本研究

模型中並未形成穩定的中介路徑。 

表5 關懷領導對挫折感之直接與間接效果迴歸分析 

參數 B SE p 95%CI 

直接效果     

關懷領導→挫折感 -0.0834 0.0450 .065 [-0.1719， 0.0051] 

參數 B SE p 95%CI 

間接效果     

關懷領導→正向歸因→挫折

感 
0.0568 0.0194 < .01 [0.0226， 0.0984] 

關懷領導→負向歸因→挫折

感 
0.0111 0.0108 .2198 [ 0.0083， 0.0348] 

註:N=363，*p .05，**p < .01p 

二、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之直接與間接效果迴歸分析 

在直接效果方面，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具有顯著正向預測力（B = 0.1261，SE = 0.0297，p < .001，95% CI 

[0.0676，0.1845]），顯示關懷領導本身即能有效提升員工的自我認同與價值感。在中介效果部分，透過正向歸因所

產生的間接效果為 0.0786（SE = 0.0178，p < .001，95% CI [0.0470，0.1170]），達統計顯著，支持其在關懷領導與

自我價值感之間具部分中介角色，亦即當員工傾向將成功歸因於努力或能力等內在因素時，關懷領導的正向影響效

果更為顯著。相較之下，透過負向歸因的間接效果為 0.0049（SE = 0.0057，p = .2198，95% CI [−0.0031，0.0192]），

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其不構成有效中介機制。整體而言，研究結果支持正向歸因為關懷領導強化員工自我價值感的

重要心理途徑，而負向歸因雖具預測力，惟其在本模型中未形成顯著傳遞效應。 

 

 

 

 

 



 

表6 關懷領導對自我價值感之直接與間接效果迴歸分析 

參數 B SE p 95%CI 

直接效果     

關懷領導→自我價值感 0.1261 0.0297 < .001 [0.0676， 0.1845] 

參數 B SE p 95%CI 

間接效果     

關懷領導→正向歸因→自我

價值感 
0.0786 0.0178 < .001 [0.0470， 0.1170] 

關懷領導→負向歸因→自我

價值感 
0.0049 0.0057 .2198 [ 0.0031， 0.0192] 

註:N=363，*p .05，**p < .01p 

5.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以關懷領導對員工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之影響為核心，並進一步納入正向與負向歸因風格作為中介變

項，旨在探討員工心理歷程中認知詮釋機制的角色。分析結果整體而言支持既有文獻，指出可透過關懷領導建立支

持性關係，促進員工正向心理狀態，同時亦對歸因理論中的中介假設提供實證支持。 

關懷領導顯著正向預測自我價值感，進一步分析顯示正向歸因在關懷領導與自我價值感之間具顯著中介效果，

顯示員工若能將工作經驗解釋為自身能力或努力，將有助於強化其價值感受。此發現不僅佐證了自我價值感建構係

依賴特定情境成功經驗之觀點（Crocker & Wolfe, 2001），亦補充了領導行為可透過員工歸因方式來強化其心理感

受的證據。挫折感部分關懷領導對其直接效果僅達邊緣顯著，但透過正向歸因所展現的間接效果則達統計顯著，說

明關懷領導對員工情緒的正面影響，需仰賴員工如何詮釋其所面對的工作情境，才能真正發揮效果。呼應情緒建構

觀點強調情緒非由事件本身所決定，而是取決於個體如何理解與詮釋該事件（Lazarus & Folkman,1984），並強化

了歸因對情緒反應之影響（Weiner,1985）。當員工採用較具控制感與成長導向之歸因方式，較能緩解因挑戰受阻所

產生的挫折情緒。 

本研究亦發現負向歸因雖與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呈顯著相關，卻未在中介模型中展現顯著效果，指出其雖為員

工心理反應的重要因素，卻不一定為領導風格與心理結果之間的主要傳遞機制。此可能與亞洲文化中員工歸因傾向

較為穩定、不易因外在互動即時改變有關（Chen & Farh,2010）。即關懷領導的正向效果可能須透過對員工認知風

格的正向引導才能實現，卻較難立即調整員工之負向歸因傾向，顯示員工的負向歸因或需透過更深層次的心理介入

才能轉化。 

5.2 研究貢獻與管理意涵 

本研究呼應正向心理學與建設性領導理論之核心觀點，實證支持關懷領導透過員工正向歸因，有助於提升其自

我價值感並緩解情緒挫折，進一步揭示領導風格對員工心理歷程之影響機制。過去研究多著重於關懷領導對行為結

果或工作滿意度之探討（Cameron,2012），對於其在員工認知詮釋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關注較少，本研究的結果補

足此一文獻缺口，強調歸因機制在領導效果形成中的中介作用。 

在實務應用層面，建議組織應重視主管與部屬間的關係，透過建立信任、尊重與同理之互動模式，強化員工對

組織的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此外，可設計針對認知相關的教育訓練，協助員工建立具成長導向的事件解釋方式，減

緩挫折感並促進其心理韌性。 

本研究所發現之負向歸因未呈現顯著中介效果亦具重要啟發意涵，表示在某些組織情境或個人特質下，具有高

度負向歸因傾向之員工，透過單一關懷領導策略恐難以改變其認知模式，建議企業應提供進階的心理支持服務，例



如：提供專業心理諮詢服務或發展員工輔導制度，以協助其重塑認知框架。從管理角度來看負向歸因的員工若未獲

得適當引導，可能對團隊氣氛、績效表現與離職意圖產生潛在影響，故企業應從員工心理特質差異出發，發展多元

而靈活之領導與員工心理支持系統，才能真正發揮關懷領導之正面效益。 

另一方面，關懷領導的相關研究大多仍集中於西方文化背景，其對亞洲文化脈絡的適用性與解釋力尚待更多釐

清。根據文化維度理論（Hofstede,2001），在強調集體主義與高權力距離的亞洲文化中，員工可能較傾向將領導行

為視為制度角色或組織文化的體現，而非源自個人關懷動機，此歸因傾向可能削弱領導者行為對情緒層面的直接影

響力。本研究亦印證此文化差異，顯示關懷領導對挫折感並無顯著直接效果，意即員工在面對壓力或困境時，並不

會僅因感受到關懷而立即降低其情緒挫折。相對地，唯有當員工能透過正向歸因重新解釋事件來源與自身角色時，

情緒上的調適才得以產生，突顯認知詮釋在文化背景與領導效果間的橋樑作用。 

相關研究亦指出，當員工具有較高的權力距離或傳統文化價值觀時，將更傾向服從於制度性結構，而非與領導

者建立個人化連結（Farh et al., 2007），此亦有助於解釋關懷領導無法直接減緩情緒挫折的結果。因此，在亞洲

文化脈絡下，領導者若欲發揮實質的情緒支持效益，須強化員工的事件詮釋機制與認知風格轉化，而非僅倚賴情感

關懷的傳達。此一文化視角的結合，不僅豐富領導理論的跨文化適用性探討，也深化我們對關懷領導內在運作機制

的理解。本研究不僅填補關懷領導、歸因傾向與員工心理結果間關聯之研究空缺，也為企業在實務操作層面提供具

體可行之建議，期有助於建立以人為本、重視心理資本的職場文化。 

5.3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獲得初步實證結果，但仍存在若干限制。首先，研究採用橫斷式調查設計，無法確立變項間之因果關

係，未來可透過縱貫式設計或實驗法進一步驗證推論的穩定性。其次，問卷資料來自受試者自陳，可能受到社會期

許或自我知覺偏誤之影響，建議後續研究可輔以主管評量或第三方觀察，以提升資料的多元性與客觀性。 

再者樣本來源主要為台灣在職工作者，產業分布集中於第三級產業，故研究結果之推論性可能受限，未來可擴

及其他國家、文化背景或不同產業領域進行比較研究，以提升研究外部效度。本研究雖納入正向與負向歸因兩構面，

惟由於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題項集中於單一構面，導致無法進一步區分其細部歸因維度（如內在性、穩定性、全面性），

此限制可能源自於原始量表翻譯或對於題項理解一致性不足，導致特定歸因面向難以有效萃取。未來研究可強化量

表結構，透過焦點團體或專家審查方式調整題項內容與表達，並採用結構方程模型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以更精確

地捕捉歸因機制的內在結構與中介效應。最後，雖本研究聚焦於工作場域中之關懷領導對員工心理歷程之影響，惟

其他變項如組織支持感、心理安全感、職場壓力源等亦可能介入其中，未來研究可納入更多情境變項進行整合性探

討，以建構更全面之組織心理機制模型。 

綜合而言，本研究提供關懷領導透過歸因歷程影響員工挫折感與自我價值感之實證基礎。未來研究可從時序因

果驗證、多元資料來源、跨文化樣本、擴展性情境控制與精細構念操作等方向深化探討，以進一步釐清關懷領導與

員工心理調適歷程間之作用機制，並提升相關理論與實務策略之可用性與適切性。 

5.4 研究結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關懷領導能正向預測自我價值感，並透過提升正向歸因傾向有效促進員工的自我肯定。同時，

雖關懷領導對挫折感的直接影響僅達邊緣顯著，但透過正向歸因之間接效果則具統計意義，顯示員工在面對挑戰

時，若能將事件解釋為可控或內在因素，則有助於降低情緒挫折。 

雖負向歸因雖未於中介模型中達顯著，但其存在與自我價值感、挫折感之間的正相關，顯示負向歸因在個體心

理反應中仍扮演潛在角色。此結果提醒組織，僅依賴關懷領導尚不足以全面調整員工的內在認知的解釋方式，需搭

配歸因訓練與心理支持，才能達成更全面的心理調適與職場效能提升。 

綜合來看，關懷領導不僅直接影響員工心理狀態，更可透過正向歸因產生間接效果。未來組織若欲強化員工心

理韌性與價值感認同，宜同時重視主管關懷行為與員工認知風格之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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